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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氢弹试验成功、核武器小型化、导弹等装载工具的
发展及其在这些技术领域的领先，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提供了可能。艾森豪威尔上台
后，实施了更加倚重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这一战略意在强化核武器的威慑，以此
减少常规力量支出，最终实现美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大平衡”。为了将抽象的“核威
慑能力”变得更具体、更可信，从第二届任期开始，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大规模向海外部署
核武器。在这一时间段内，美国政府高层在核武器的使用问题上达成一致，借助与盟国既
有的“基地权益”进行核存储，并不断通过新闻署的宣传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为大规模核
部署行动扫除思想障碍、做好政策铺垫。美苏在欧亚大陆的核武器部署刺激了两国的核军
备竞赛，也使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更加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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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6 月，杜鲁门下令向英国部署 89 件不携带核弹头的核武器元件装备美军驻英战略空军，

开启了美国的海外核部署过程。① 但是，总体上，杜鲁门政府的核部署数量比较少，大多没有携带核
弹头。1953 年 1 月，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逐步形成了以“大规模报复”( Massive Ｒetaliation)

为核心理念的新的对外战略，这一时期以该战略为核心的对外政策纲领又称为“新面貌”( The New
Look) 。这一战略试图借助核武器的威慑力，减少美国海外驻军规模，从而达到减少国防支出的目
的。以此为契机，美国开始迈出大规模向海外部署核武器的步伐。
“大规模报复”战略不仅反映了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国家安全观，还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是整个美国对外战略发展中关键的一环，因此相关著述非常丰富。现有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通过
整体探究“大规模报复”战略来透析其中的核政策;二是以具体案例论述艾森豪威尔政府“大规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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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美国对朝鲜半岛核政策研究( 1955—2001) ”( 项目编号: 20ASS009) 的阶段性成果。
此处“核元件”指的是设计为可装载但部署时未装载核爆装置的炸弹外壳和组件( bomb casing and assemblies) 。杜鲁门时期
美国向海外部署核武器主要是指向已部署战略空军的军事基地配发携带或未携带核爆装置的核元件。至艾森豪威尔时
期，随着核武器投放技术的发展，可携带核弹头的火炮和中程导弹成为海外“战术核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投放装备和核
爆装置的部署是美国海外核部署密切相关的两个步骤，但二者未必同步。一般认为，部署核元件( 无论是否装载核爆装置)
即在军事上开始形成“威慑”作用，被视为核部署的开端。Ｒobert S． Norris，William M． Arkin ＆ William Burr，“Where They
Were，”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vol. 55，Issue 6 ( 1999)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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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战略的有限性。① 近些年，随着美国档案的解密，②出现了一些基于“大规模报复”战略、专门讨论
美国在海外部署核武的个案研究。③ 从宏观到微观，已有研究著述涵盖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政策
形成和实施。然而，从战略层面的“新面貌”到具体执行的“核部署”之间，实际上存在诸多争论和有
待突破的障碍和关节，这也就是为何从政策形成到开始实施相隔四年之久。深入发掘 1953—1957
年“大规模报复”战略“落地”的历史过程，不但有助于认识美国高层核观念的变化、核决策的机制，
还可以加深对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盟国、舆情等影响的理解。

一、“大规模报复”战略与美国核政策的“松绑”

1949—1953 年，美国经济发展迅速，国民生产总值增幅高达 27%。但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
政府一系列的政策带来了通货膨胀、税收增加等问题，国债总额累计达到 2，750 亿美元。④ 作为 20
世纪上半叶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艾森豪威尔对如何维护国家安全有着自己的思考。在
财政上，他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希望缩减罗斯福“新政”以来不断扩张的公共投资，放宽私有经济活动
以及削减财政赤字，而平衡财政预算必然涉及国防开支。在竞选总统期间，艾森豪威尔就将财政与
防务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多次强调“经济上的困难将使国防无从谈起”。⑤ 对此，艾森豪威尔虽已有
想法，但还需要采取措施统一思想，以便在新政府内部形成共识，得到立法机关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的

支持。
1953 年 2 月 2 日，刚刚就任总统不久的艾森豪威尔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国情咨文》，表示
要实施全新的、积极的对外政策。在咨文的第三至五部分，他特别以朝鲜问题为例阐述了新政府平
衡外交政策与国内经济的立场:“我们的问题是，在经济持续紧张的状态下保持军事力量足够强大。
不顾经济能力地动员军事力量可以使我们免于一场灾难，却在另一面引火烧身。”为此，他将指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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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代表作有 Saki Dockrill，Eisenhower ＇s New-Look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1953 － 61，St． Martin ＇s Press，Inc．，1996;
Matthew Jones，“Targeting China: U． S． Nuclear Planning and‘Massive Ｒetaliation’in East Asia，1953 － 1955，”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 10，no. 4 ( Fall 2008) ;石斌:《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政府关于核报复战略的内部争论》，《史学月刊》2004 年
第 11 期;刘磊:《从“大规模报复”到“有限战争”———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有关核战略的争论》，《美国研究》2013 年第 2 期。
第二类代表作有 Gordon H． Chang，“To the Nuclear Brink: Eisenhower，Dulles，and the Quemoy-Matsu Crisi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2，no. 4 ( Spring 1988) ; Michael Gordon Jackson，“Beyond Brinkmanship: Eisenhower，Nuclear War Fighting，and
Korea，1953 － 1968，”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vol. 35，no. 1 ( 2005 ) ; David McKinley Walker，“Eisenhower＇s New Look，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and Limited War with a Case Study of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of 1958，”A Dissertation to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2004。
美国档案虽较为开放，但有关军事特别是核问题的档案公开程度极其有限，很多仍处于半解密或未解密状态，比如 2018 年
底公开的国务院原子能事务助理国务卿系列档案，涉及 1954—1955 年国务院与国防部就海外基地核存储权益的讨论，凡是
国名、地名和重要人名均做涂黑处理。对于此种材料，学者们不得不根据上下文或者文件撰写者( 比如文件落款漏涂) 来推
定。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很多涉及核历史的研究课题都无法完整地叙事，历史的链条经常发生断裂。本文主要
利用了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馆藏档案，力求两处文献的比对印证和相互补充。
例如拙文《“威慑”与“禁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韩国的核部署》，《历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梁志:《一段隐秘的历史:美国
在台湾的核部署( 1957—1960) 》，《中共党史研究》2017 年第 11 期; Gates Brown，Eisenhower＇s Nuclear Calculus in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ＲMB Deployment in NATO Nations，McFarland ＆ Company，Inc．，Publishers，2018。
Saki Dockrill，Eisenhower＇s New Look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1953 － 61，MacMillan Press Ltd. ，1996，p. 19．
Dwight Eisenhower，The White House Years: Mandate for Change，1953 － 1956，Doubleday ＆ Company，Inc. ，1963，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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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长制定“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安全的计划”。① 4 月底，在与国会领袖的联席会议
上，他再次谈到“本届政府面对的双重危险”———外部是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威胁，内部是美国经济
衰退的征兆。他还说，美国在应对共产主义扩张的过程中，可能会使国家经济处于危险之中，最终美
国的自由、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② 艾森豪威尔还以“国家安全及其代价”为题
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提出如果不做出改变，“赤字居高不下，政府采购一单接着一单，物价上涨，储
蓄贬值以及国家安全成本不断攀升”。③ 为此，他选择乔治·汉弗莱( George Humphrey) 这位“专注于
健康财政政策的人”④担任财政部长。以上内容所传达的信息，是新总统准备调整前任的对外战略，

要以更小的经济投入换取最大的安全保障。

艾森豪威尔的构想得到了国务卿杜勒斯的响应，他在公开场合不时地抛出“核武器”来试探各方反
应。杜勒斯在一次外交政策声明中声称，苏联总能“选择武器、选择地点和时间”发起挑战，这种局面令
美国处处被动，且增加了国内经济的运行风险。核武器的杀伤力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有效保护
自由世界。⑤ 与此同时，海外派驻人员也不断建言献策，推动政府高层转变思路。驻北约大使小威廉·
德雷柏( William H． Draper，Jr． ) 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必须予以重视”的信，警告北约国家普遍面临
财政危机，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减少各国和北约整体的军事支出。英国和一些国家认为，新式武器
的使用可以减少对常规力量的投入，最终降低西方的防务成本。“对美国和北约来说，没有比将欧洲集
体防务和核防御结合起来制定战略更好、更廉价的方式了。”他希望这封信“对高层评估整体战略有帮
助”。⑥ 显然，要改变杜鲁门时期不计成本地投入常规军事力量导致经济压力过大的局面，就必须采取大
胆的尝试———美国在核技术上的优势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同时还能大幅减少在海外的常规力量投入。

所有这些都让艾森豪威尔的思路日渐清晰。为了更好地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同时协调国务
院与国防部的意见，艾森豪威尔启动了“日光浴计划”，委托三个工作组进行调研。⑦ 与之相配合，他
还指示国务院、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的首长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成立“核能事务委员会”，协商
核能的生产、核武器的部署和使用等问题，并就核政策形成“统一的认识”。

经过六周的准备，三个工作组分别提交了报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卡特勒 ( Ｒ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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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February 2，1953，https: / /www． eisenhowerlibrary． gov /eisenhowers /
speeches，2019 年 12 月 29 日。
William Leuchtenburg，ed．，President Eisenhower ＇s Meetings with Legislative Leaders，1953 － 1961，Microfilms from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1986，Ｒeel 1．
“Ｒadio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s Costs，”May 9，1953，https: / /www． presidency． ucsb． edu /
documents，2019 年 12 月 29 日。
Dwight Eisenhower，The White House Years: Mandate for Change，1953 － 1956，Doubleday ＆ Company，Inc. ，1963，p. 87．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Welfare，”February 16，1953，in Dulles，John Foster: Papers，1951 － 1959，JFD Chronological
Series，Box 10，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 DDEL) ．
“William H． Draper，Jr． to the President，”March 8，1953，ＲG59，Special Assistant for Atomic Energy，Country and Subject Files
Ｒelating to Atomic Energy Matters，1950 － 1962，Box 3，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信件还敦促政府各部门充分疏通信息渠
道，群策群力制定出一个北约政治和经济能力可以支撑的防务政策。为此，德雷柏专门附了一份研究报告，提交艾森豪威
尔的同时抄送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希望引起核心部门足够的关注。
即“Project Solarium”，1953 年 4 月，艾森豪威尔任命了包括乔治·凯南在内的三个工作组来研究对外战略基本方针，三个组
提出的方案分别是: 1．“遏制”，延续杜鲁门政府时期围堵苏联势力扩张的政策，但在军事上更加倚重核武器; 2．“隔离”，与
苏联保持明确的界限，一旦越线即不惜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3．“推回”，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方式向苏联进攻并从地
缘上消灭苏联。Gates Brown，Eisenhower ＇s Nuclear Calculus in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ＲMB Deployment in NATO Nations，
McFarland ＆ Company，Inc．，Publishers，2018，pp. 21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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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ler) 将各组意见综合，最终形成了 NSC162 /2 号文件。这份与杜鲁门政府 NSC68 号相对应的政策
纲领认为，斯大林的去世并没有削弱苏联的实力，它与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敌对状态也没
有改变。美国未来的安全系于“以打击力量实现大规模报复的能力”，而所谓的大规模报复能力则
“以大规模的核能力为基础”。与之平行的是，“保持健全、强劲并不断增长的经济，从而能够通过迅
速有效地动员提供上述能力”。① 这清楚地表明，艾森豪威尔准备将核武器作为战略支撑点，保持美
国的经济发展，并与苏联进行持久战。同时，新战略不仅没有削弱盟国的作用，反而更加突出盟国军
事基地对美国战略空军核打击能力的重要性。总之，文件的逻辑是美国试图通过突出技术上的领先
地位，以“报复”促“威慑”，缓解国内的财政压力。大规模报复能力、健全的国内经济以及西方国家
集体安全体系构成了“新面貌”的基本要素。
作为 NSC162 /2 号文件的延续，1955 年 1 月出台的 NSC5501 号文件表明，美国清醒地意识到苏

联核武器的投放能力正在增强，美苏可能会形成相互威慑的局面。文件还提及西方盟国由于核战
争、对华政策和苏联的和平攻势而产生的分离倾向。② 次年 2 月制定的 NSC5602 号文件基本继承了
NSC5501 号文件的精神。1957 年 6 月初的 NSC5707 /8 号文件则表明，美国的军事战略将坚持以核
报复能力作为战略重心，认为可以同其他武器一样使用，但并不能完全倚仗核武器。关于向盟国更
新何种武器装备，NSC5602 号文件规定的是“非核武器”，而 NSC5707 /08 号文件突破了核限制，指明
可以“包括少量核元件的核武器系统”。③ 1958 年 5 月制定的 NSC5810 /1 号文件再次体现了美国决
策高层对“大规模报复”战略应对局部战争有效性的疑虑，故而提出增加核武库中小型的“清洁核武
器”比重，以在有限战争中更加灵活地做出反应。④

然而，寄希望于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能力，首先要解决“能否使用”的问题，因为是否能突破这个
“禁忌”直接关系到新战略的“可信度”。应该说，NSC162 /2 号文件第 39 段 b 款已有涉及: “在敌对
状态下，美国将考虑把核武器与其他武器一样来使用。如果盟国允许在其领土上的美军基地使用核
武器，美国应在使用前征得盟国同意。”⑤对于能否以及如何使用核武器，从现在可见档案来看，在文
件制定之后美国高层有过多次讨论，且原子能委员会、国务院和国防部有不同意见并展开持续争论，
都希望在核使用权上占据主动。⑥ 卡特勒见状，建议艾森豪威尔组织专题会议来协商解决。

1953 年圣诞节前夕，艾森豪威尔召集专门工作小组讨论，会后形成的备忘录对争议部分做出如
下解释:只在特殊情况下，比如美国或西欧遭到核攻击，美国可以自动启用核武器。但大多数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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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ecurity Policy，Basic． NSC 162 /2，”October 30，1953，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 USDDO) ，The Gale Inc．，
2019，CK2349391157．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SC 5501，”in Paul Kesaris，ed．，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1947 － 1977，
Microfilm，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 UPA) ，1980，Ｒeel 4．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SC 5602，”in Paul Kesaris，ed．，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1947 － 1977，
Microfilm，UPA，1980，Ｒeel 4．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SC 5810 /1，”in Paul Kesaris，ed．，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1947 － 1977，the
Second Supplement，Microfilm，UPA，1983，Ｒeel 2．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Basic． NSC 162 /2，”October 30，1953，USDDO，Gale，2019，CK2349391157．
目前涉及三方态度的材料均未完全公开，从已有解密档案大概可知国务院的态度是:在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核武器，特别是

在有限冲突下，应考虑使用带来的政治和军事后果，除非遇到像“珍珠港事件”那样的严重危机。国防部认为无论是何种冲突，
无论苏联是否首次使用，美国可以考虑并使用核武器，最高决策权在总统，但军方有权在具体危机中判断核武器是否优于其他

手段。“James Lay to DDE，re Atomic Weapons ( TS) ，”December 2，1953，in White House Office，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Ｒecords，1952 －1961，NSC Series，Subject Subseries，Box 1，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 D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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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情况，往往有不可预测的政治问题，美国需要考虑使用核武器会否增加对方使用的概率、会否
失去盟国的支持以及冲突是否会升级等情况。这些情形之下，是否启用只能由总统来决定。① 1954

年 10 月、1955 年 3 月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跟踪报告显示，对于使用核武器依旧因循上述备忘录所做
出的解释，②围绕 39 － b段落的争论也暂且落定。

事实上，三部门的分歧主要不是“能不能使用核武器”，而是监管权不甚清晰导致的“如何使用”

的问题。③ 军方借核监管权的转移取得主导地位，并以文件的形式将在局部战争和有限冲突中可以
使用核武器确定下来，从而奠定了此后美国处理重大危机时对核武这一选项的基调。至此，套在美
国政府高层的“核枷锁”在某种程度上被打开了。当然，国家宏观政策设计的实现有赖于具体措施的
配合。突破使用核武器的限制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展开、特别是将核元件部署到海外盟国中去，

需要美国高层精心安排，继续排除军事和政治上的障碍。

二、核武限制突破后的政策配合与实践

1949 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后，苏联的核力量发展迅速，到 1953 年已经拥有 120 枚核弹装
置，此时美国的数量是 1，169 枚。④ 美苏两国都有了氢弹之后，用核武器的道德代价越来越大: 对大
城市或军事目标的战略打击势必导致平民大规模死伤。美苏都在考虑既要面对核战争，又要把它的
作用限制在威慑或局部战争层面。艾森豪威尔上台时，美国的核武器朝着更可用、更可部署的方向
发展。特别是小型战术核武器、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及发射装置的研发，让核限制的突破在技术上
成为可能。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制定，包括几次国家安全文件的修订，逐步将海外部署战术核武
器推至政策实践的显著位置。

1953 年 5 月，原子能委员会宣布成功使用 280 毫米火炮发射了核弹头。⑤ 几乎与“大规模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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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Memorandum Ｒegarding U． S． Policy for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the Event of a Hostile Attack Against the U． S”; “U． S．
Policy Ｒegarding Use of Nuclear Weapons，”January 4，1954，USDDO，Gale，2019，CK2349473594; CK2349255811．
“Ｒeport on Existing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October 21，1954; “U． S． Policy Ｒegarding Use of Nuclear Weapons，”March
14，1955，USDDO，Gale，2019，CK2349017316; CK2349263452．
与启用核武器的“使用权”相对应，此处的监管权指的是核元件的存储、运输与交接等管理权力。战后初期，这一权力主要
掌握在原子能委员会手中，而 20 世纪 50 年代是国防部核监管权逐步上升乃至取得主导地位的重要时期，恰恰与美国的海
外核部署( 1957 年为界) 同步。据美国解密档案披露，国防部监管的核武器数量从 1953 年的 9 枚逐年增长，最终在 1958 年
超过原子能委员会的监管数量。我们从两个部门在 1949 至 1959 年这十年间对核武库监管数量的变化便可知，朝鲜战争
前，国防部监管数量一直为零，朝鲜战争期间的三年内也只有 9 枚。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部在 1954 年的监管数量分别是
1，163 和 167 枚，到 1958 年时则分别为 3，385 枚和 4，017 枚。Ｒobert Standish Norris，“United States Nuclear Weapons
Deployment Abroad，1950 － 1977，”in Natural Ｒ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History of the Nuclear Age Dinner Series，November
1999，https: / /www． archives． gov / files /declassification /pidb /meetings /norris － addendum． pdf，2019 年 12 月 4 日。
“Estimated U． S． and Soviet /Ｒussian Nuclear Stockpiles，1945 －94，”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vol. 50，no. 6 ( 1994) ，pp. 58 －59．
“First Atomic Shell Fired from a Gun Opens Still Another Phase of Military Tactics，”New York Times，May 31，1953，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2019．《纽约时报》还煞有介事地报道第一支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将在年底开赴欧洲，而且美国军方已
经制订了计划，把存储在国内的核武器转移到欧洲大陆。这下引起了国会的关注，一位议员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询问”是否
属实。总统特别助理的回复却闪烁其词，先是说这种军事情报不宜公开讨论，又说即便携带核弹头并部署到世界范围内也
属正常。“Letter from Senator Albert Gore to the President Eisenhower，”June 3，1953; “Letter from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Wilton B． Persons to Senator Gore，”June 27，1953，in Dwight D． Eisenhower: Ｒecords as President (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1953 － 1961，Confidential File，Subject Series，Box 9，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 D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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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出台同步，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宣告“在制造洲际导弹可携带的小型热核武器方面取得进
展”。① 1954 年 5 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得知加州大学正在研发体积小、当量小的一种核弹后，迅速敦
请原子能委员会优先考虑该项目，他们认为“这种核弹将增加部队的机动性，甚至会开辟新的作战方
式”。② 从作战能力上来讲，装备核弹无疑会大大提高杀伤力。不过，小型弹头的优点在于作战效
果:携带低当量核弹头的导弹，对空打击时不会对地面产生过大影响;如果敌机携带核弹，导弹在摧

毁敌机的同时，可以大幅破坏敌方核弹且不会有较大的二次危害。因此，随着远程地空导弹“奈基Ⅰ
型”在 1953 年装备部队，陆军不断催促参联会考虑研制与之相配的小型核弹头，以增加空防能力。③

军方甚至提出核弹头能在 1956 年装备陆军防空部队。

如前所述，NSC162 /2 号文件已经把核武器与其他武器等同看待，只要征得盟国的同意便可在海
外基地使用。到了 1957 年 6 月，NSC5707 /8 号文件则明确表述为“向盟国输入新式武器，可以包括
少量核武器系统”。不过，要将文字上的军事构想转换为现实的威慑实力，中间还存在国际法、监管
机制和盟国抵制等诸多难题，需要逐一破解才能实现。

在“大规模报复”战略形成过程中，如何将核武器合法地部署到海外已经是高层在考虑的课题:

虽然美国在亚太、西欧有多处军事基地，但能否部署核武器，既定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并无文字保障。

因此，“基地权益”是新国家安全战略确定前后美国同盟国之间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应对基地权益问题，1953 年 8 月国务院就已向国防部提出，现有集体安全协议并没有赋予美
国“自动进入交战状态或无须授权”( automatic co-belligerency or an unqualified right) 就可以使用基地
的权益，因此要逐一分析情况，获得盟国的授权或许可。根据海外军事基地不同的战略地位，国务院
对需要获得基地权益的相关国家和地区进行排序，同时针对不同情况分别指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其中“应协商以允许部署和使用核武器”的地区有英国、加拿大、法国和法属摩洛哥;“已经获得总统
授权且不必与相关国家协商”的地区包括亚速尔群岛和格陵兰。④ 对此，国务院建议国家安全委员
会进行讨论，最终提请总统批准。

在这个问题上，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急于向海外存储和部署核元件的国防部则坚
持将部署和使用核武器问题与基地权益分开考虑，这显然不符合与盟国既有协议的内容。9 月 24

日，国务院在给国防部的信中强调:第一，基地使用要征得所在主权国的同意;第二，现有的集体防务

条约并不能保证在紧急状态下当即获得使用权。这与 NSC162 /2 号文件 39 － b 段的规定是一致的。
12 月 22 日，艾森豪威尔批准对该条款的解释，确认由总统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对使用核武器预授

49

①

②

③

④

“Chronology of U． S． Long-range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1942 － 1957，”October 29，1957，in White House Office，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Ｒecords，1952 － 1961，NSC Series，Subject Subseries，Box 4，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 DDEL) ． 直到 1955 年 2 月，“下士”导弹部队部署到欧洲，成为第一支海外部署的弹道导弹部队。
“Very Small Atomic Weapons，”May 14，1954，ＲG218，Central Decimal File，1954 － 1956，Box 133，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与此同时，军方还要求加速生产 240 毫米火炮核弹发射装置，以增强地对地的打击能力。“Ｒequirement for
Development of a 240mm Atomic Projectile，”April 2，1954，ＲG218，Central Decimal File，1954 － 1956，Box 133，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Ｒe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 Atomic Warhead for NIKE Ⅰ Missile，”December 1，1954，ＲG218，Central Decimal File，
1954 － 1956，Box 133，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Walter Smith to Secretary Wilson”and attachment“Establishments of War-book Procedures for Use of Foreign Bases in Time of
Emergency，”August 24，1953，ＲG59，Special Assistant for Atomic Energy Country and Subject Files Ｒelating to Atomic Energy
Matters，1950 － 1962，Box 3，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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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不过，解释还是没有对与盟国的协商程序做出清晰的安排。① 国务院认为，盟国绝对不会同意
“事先授权”，因为那意味着把宣战权交给了美国。由于情况极为复杂，且两部门长期争执不下，直至
1955 年 6 月，艾森豪威尔下达关于基地权益的指令，指示国务院按照四类情况②进行外交准备，才使
围绕基地权益的争论暂时平息。
实际上，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原子能委员会围绕核武器使用和海外基地权益的争论，已经触及核

武器监管的问题。军方在规划向海外部署核武器时，越来越感觉到来自原子能委员会的阻力，关键
就在于后者掌握了核监管权力。根据 1946 年《原子能法》，核武器的监管权属于原子能委员会，但随
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向远东部署小型的核弹( 如在关岛和冲绳部署的核炸弹) ，参联会认为

必须尽快扫除这个机制上的障碍。
1953 年 5 月初，国防部通过核能事务委员会向艾森豪威尔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原子能在监

管、存储和安保方面“权分两家”的状况应尽快改变，建议在合适的时机、采取合适的方式将核武器
的监管权交给国防部。国务院这次站在了军方一边，认为核监管权应保留在“使用者”手中，向国
防部转交监管权可以使核武器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武器装备，军队在操作上更能有所准备，最终有

利于支撑美国的外交政策。原子能委员会自然不希望权力流失，坚称“核武”本质上也是“核能”的
一部分。作为“自然资源”的核能，委托管理人是原子能委员会。③ 面对两边都不肯放手，在对
NSC162 /2 号文件 39 － b段进行解释时，艾森豪威尔顺便批准军方可以根据所监管的核武器制订计
划，并要求原子能委员会将大部分监管权转移给国防部。④ 即便总统已经表态，原子能委员会还是极
不情愿放权。
直到 1954 年 12 月，海外核存储为军方提供了充分的借口。12 月初，国防部批准了参联会向海

外分散存储核武器的建议，理由是“要充分备战”，原子能委员会对此不得不做出妥协。⑤ 于是，在艾
森豪威尔的支持和国防部长威尔逊( Charles Wilson) 的主导下，国防部加快争夺原子能委员会的监管
权。1956 年 10 月，国防部与原子能委员会组成“联合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军事协调委员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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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Use of Foreign Bases，”February 2，1954，ＲG59，Special Assistant for Atomic Energy Country and Subject Files Ｒelating to
Atomic Energy Matters，1950 － 1962，Box 3，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负责原子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杰拉德·史密斯
( Gerard Smith) 提出，应建立同盟国协商的程序，以便在冲突爆发后立即动用海外基地，而且国务院应该在此项事务中占据
主导地位。“Special Assistant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S /AE) to the Secretary，”March 5，1954，ＲG59，Special Assistant for
Atomic Energy Country and Subject Files Ｒelating to Atomic Energy Matters，1950 － 1962，Box 3，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第一类，英国、加拿大和法国，总统将在第一时间取得三国政府首脑的允许，获得进一步行动的授权;第二类，其他北约盟国
的美军基地，国务院必须事先与相关国家协商，携带核弹的美国空军战机飞越加拿大必须获得其同意; 第三类，在西德、西
班牙、百慕大、利比亚、冲绳和沙特的基地不必获得事先同意; 第四类，日本和菲律宾的基地，在远东安全遭到威胁时，需采
取一定策略与两国政府协商。“Authorization for Nuclear Strikes from Foreign Air Bases，”June 1，1955，ＲG59，Special
Assistant for Atomic Energy Country and Subject Files Ｒelating to Atomic Energy Matters，1950 － 1962，Box 3，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目前，美国与盟国进行相关谈判的档案仍未解密。
文件还提出，在正式启动权力转移前，可以事先请国务院知会英国和加拿大等盟国，以“减少这种调整在国内外带来的心理
影响”。“James Lay to DDE，re Atomic Weapons ( TS) ，”May 4，1953，in White House Office，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Ｒecords，1952 － 1961，NSC Series，Subject Subseries，Box 1，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 DDEL) ．
“Memorandum Ｒegarding U． S． Policy for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the Event of a Hostile Attack Against the U． S”; “U． S．
Policy Ｒegarding Use of Nuclear Weapons，”January 4，1954，USDDO，Gale，2019，CK2349473594，CK2349255811．
“Dispersal of Weapons to Overseas Bases and Operational Bases”; “Dispersal of Weapons to Sites throughout the US and to Foreign
Bases，”December 1，1954，USDDO，Gale，2019，CK2349436867，CK234942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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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联会负责核武器的部署规划，并决定核武库在国内存储地和战地存储地的数量分配。① 随着核决
策的重心一步步从民事部门转向国防部，海外核部署的机制障碍也被排除了。

平息了在基地权益问题上的争论，破除了民事部门在体制上的阻滞，美国还面临国内外的舆论

压力。一些亚欧盟国担心会在一场核大战中沦为炮灰，特别是美国对广岛、长崎核轰炸后遗症不断
被报道出来之后，国际反核声音不断高涨。为此，美国新闻署、驻地使馆等机构进行了一系列宣传工
作，为新的安全战略和核武器输出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宣传意味着信息的流通。对于敏感的核武器信息能否公布于众，1953 年 5 月应邀参加国家安全
委员会会议的奥本海默曾提出“公开政策”( policy of candor) 。他认为，要更好地实施防务计划，就必
须加强宣传和教育，使民众、国会甚至盟国“知情”，意识到国家面临对手的强大压力。艾森豪威尔对
此表示同意，但同时说明要区分哪些信息是可以向民众公开的，他还反对使用“热核武器”一词，希望
在公开场合一律使用“原子武器”。② 据此，1953 年 12 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 NSC151 号系列文
件，规定了对内和对外信息公开的两条原则:第一，任何物理现象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核武器必须被

看作美国武器系统的组成部分;第二，核能是西方文明一项崭新的、富有建设性的技术，和平利用核
能会有光明的前景和好处。③ 这实际上是为核武器的宣传定了调子，至于何种信息以及何时公开，具
体将由心理战略委员会进行甄别和选择。12 月初底，该文件经过进一步修订，成为专门规定向盟国
公开核信息的指令，目的是促进盟国与美国的防务合作，特别是需要使用核武器时给予美国支持;推

动盟国发展民防以减轻美国在战争期间的负担，在核能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合作。④ 为了更好地实施
上述政策，国防部还专门设立了“北约高级官员特种武器培训课程”。⑤

1954 年 3 月福龙丸事件⑥的发生，特别是媒体事后的追踪报道，让各国上下对美国核武器辐射
的影响、内华达核试验的放射性尘埃等心存“忧虑”。1955 年 3 月，面对各地使领馆陆续反馈的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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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Directive for the Joint Board on Future Storage of Atomic Weapons，”October 29，1956，ＲG218，Central Decimal File，1954 －
1956，Box 138，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Discussion at the 146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May 27，1953，in Eisenhower，Dwight D． Papers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1953 － 1961 ( Ann Whiteman File) ，NSC Series，Box 4，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 DDEL) ．
“NSC 151: Armaments and American Policy，”May 8 and November 23，1953，USDDO，Gale，2019，CK2349442127，
CK2349442144; “NSC 151 /1 re Disclosure of Atomic Information to Allied Countries，”December 4，1953，in White House Office，
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Ｒecords，1952 － 1961，NSC Series，Policy Paper Subseries，Box 5，
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 DDEL) ．
“NSC Statement of Policy on Disclosure of Atomic Information to Allied Countries，”December 4，1953，USDDO，Gale，2019，
CK2349177148．文件还规定了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与盟国核信息分享的范围，包括核武器的效能、对核武器的战术和战略使
用方式、苏联核储备和投射能力情报等等。不得与盟国分享的核情报包括: 核武器的制造和设计; 核武器过去和当前的储
备数量;总体的核能力;核部署。最后一项，特指核武器部署的详细信息，除了为争取所在国同意而不得不公开的部分
情报。
USDDO文件中关于这一课程尚未解密，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公开的同一份文件的附件 B 透露了培训课程的目标和主
要内容。“NSC 151 /1 re Disclosure of Atomic Information to Allied Countries，”December 4，1953，in White House Office，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Ｒecords，1952 － 1961，NSC Series，Policy Paper Subseries，Box 5，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 DDEL) ．
1954 年 3 月 1 日，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环礁进行氢弹试验，导致在附近进行捕鱼作业的日本“第五福龙丸”号渔船人员遭
到放射性尘埃的辐射影响，其中一名船员久保山爱吉在当年 9 月因急性放射性能症死亡。该事件激起了日本国内的“反核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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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行动协调委员会要求核能工作小组①制订宣传计划，让“民众对不同型号和威力的核武器的特
点有所了解”。委员会给“国务院—国防部—新闻署”下一步的联合工作拟定了方针，建议定期对外
发布空防信息以及在国内外播放有关内华达核试验的纪录影片。② 在具体的宣传手段上，新闻署考
虑到地区差异，在不同地区实施“因地制宜”的方式，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根据 1957 年 5 月
对意大利舆情的调查，57%的公众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美国的核保护对意大利的安全来说是最现
实的选择。这一数据比两年前有所增长。③ 此外，前一年苏联在波匈事件中的表现，特别是苏伊士运
河危机中苏联威胁对英、法使用核武器，起到了反向作用，部分西方国家民众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

根据美国新闻署的评估，到大规模核部署展开之前，伊朗、土耳其、西德、意大利、日本和法国的舆论
环境总体处于有利的情形。④ 以此为契机，美国加快了大规模向海外部署核武器的步伐。

三、大规模海外核部署的启动

虽然在 1957 年之前，美国已经开始向海外，如意大利、联邦德国以及格陵兰等美军基地输送核
武器装备和元件进行“核存储”⑤，但是基本上处于零散状态。随着高层对核武器的使用与监管形成
一致看法，管理权向军方转移的完成，特别是舆论环境向好与信息公开政策的完善，大规模向海外部

署核武器的时机日臻成熟。在国际层面，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迅
速。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后，中国在亚非拉地区的影响力更是迅速扩大，美国在远东地区面临的
压力陡增。加之 1957 年苏联卫星上天，华盛顿在远程投放能力上与莫斯科相比出现“差距”。这些
因素都促使美国加快向海外部署战术核力量，以平衡中苏在亚欧的影响力。

应该说，1954—1955 年美国争取的海外军事基地权益实际上是“核存储”的权利。最初，国防部
提出的存储地点是西德和日本，并要求国务院就存储以及( 必要时) 使用问题与两国进行沟通。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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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该小组于 1954 年 4 月成立，是 1953 年成立的核能事务委员会的延续，设置在行动协调委员会之下，定期召集小组会议协调
原子能事务。参与的部门包含但不限于白宫办公厅、国务院( 原子能事务司及后来的军控与裁军署) 、国防部( 含参联会) 、
原子能委员会、中央情报局、新闻署、联邦民防局。
“Course of Action to Achieve Better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e Varying Effects of Sizes and Types of Nuclear Weapons，”April 1，
1957，ＲG 59，Executive Secretariat，Subject and Special Files，1953 － 1961，Box 34，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在远东地
区，菲律宾和日本是抵制美国核政策的两个重要国家。1955 年6 月10 日，第251 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专门讨论了远东
的军事部署，其中谈到日本驻军问题，艾森豪威尔赞同减少驻日美军，因为“跟在日本这样有外国驻军的国家打交道困难重
重”。“251st Minutes of Meeting，”June 10，1955，in Dwight D． Eisenhower: Papers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1953 － 1961
( Ann Whiteman File) ，NSC Series，Box 6，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 DDEL) ．
“P － 82 － 57: Italian Views about Nuclear Weapons: An Interpretation，”ＲG306，Ｒesearch Ｒeports: 1956 － 1959，Box4，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OCB Working Group on Nuclear Energy Projects and Ｒelated Information Programs，”March 6，1957，ＲG 59，General Ｒecords
Ｒelating to Atomic Matters，1948 － 1962，Box 433，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also see White House Office，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Papers，1948 － 1961，OCB Central Files Series，Box 10，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 DDEL) ． 艾森豪威尔总统
图书馆的版本部分未解密。
在美国向海外部署核武器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对“核存储”( atomic stockpile) 和“核部署”( nuclear deployment) 予以区分: 前
者是将未配有发射装置的核元件运至暂时无法部署战略轰炸机或导弹等发射装置的海外军事基地存放，在发生敌对状况

时，核元件将被紧急运送至其他有发射装置的基地使用，减少从美国本土调用的时间和运输成本; 后者是在政治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军事和法律安排，直接将核元件和发射装置装备驻盟国的美军甚至盟国军队。二者既有区别，又有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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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在日本存储核武器不合时宜。① 最终，国防部授权参联会向西德部署核武器，

而日本只部署了准核武器装备。如前所述，1954 年 12 月初，国防部批准了参联会向海外分散存储核
武器的建议，目的是对战争有更充分的准备，同时避免核储备过于集中而存在被敌人整体摧毁的风

险。文件实际上表明，基于海外基地的核存储既是一种军事部署，也是一种储备方式，对此国防部与
原子能委员会形成了一致的看法。

随着部署步伐日益接近，1955 年制定的有关核武器信息公开的 NSC5507 /2 号文件和国家安全
第 1360 号行动指针并不涉及核部署问题，政策的重审变得十分紧迫。按照计划，美国在 1957 年上
半年将陆续对外公布在北约、中国台湾地区和菲律宾的部署。但是，苏联《真理报》和塔斯社突然在
1957 年 1 月 23 日和 24 日分别发表声明，对美国向西欧和阿拉斯加等地进行核存储的行动表示谴
责，并号召相关国家“坚决予以抵制”。② 赫鲁晓夫甚至在一次外交场合威胁挪威驻苏大使:“我们知
道挪威有多少个( 美国) 空军基地，两颗原子弹就能毁灭挪威。”③苏联提前做出反应一下子打乱了美
国的既定步骤，迫使它要尽快对公开事宜做出安排。在行动协调委员会的组织下，海外核部署公开
事务临时委员会④成立了。

1957 年 4 月 5 日，在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与外交事务有关的重要部门悉数派员参加，并就
核部署公开的问题达成了几项原则: 1．声明要简短且符合事实; 2．强调部署的防御性质; 3．强调核武
器为美军所掌握; 4．声明由民事部门发布，军方尽量避免直接公开表态; 5．强调在共同防御条约的法
律范围内，部署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允许。⑤ 4 月 9 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确认了在中国台湾地区部署
声明的基本指针，同时也确定将针对此后海外核部署发表一次总的声明而不再一一进行。⑥ 5 月 6

日，国安会通过国家安全行动第 1706 号指令，确认将上述原则作为宣传工作方针，以保证部署前获
得良好的舆论氛围。⑦ 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美国在 4 月 12 日宣布向北约部分盟国，5 月 7 日宣布向
中国台湾地区部署携带核弹的导弹部队。

在加强宣传、舆论造势的同时，国防部已经着手进行军事准备。1957 年 1 月，威尔逊向艾森豪
威尔报告，国内第一批空防核武器已经部署到密歇根的沃特史密斯空军基地和加州的汉密尔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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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Letter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Acknowledging his Letter of June 23 Concerning Deployment of Atomic Weapons，”July 6，1954，
ＲG59，Special Assistant for Atomic Energy Country and Subject Files Ｒelating to Atomic Energy Matters，1950 － 1962，Box 3，
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From Moscow to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23 and 24，1957，ＲG59，Central Decimal File，1955 － 1959，Box 2877，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From Paris to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29，1957，ＲG59，Central Decimal File，1955 － 1959，Box 2877，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即 Ad Hoc Committee on Pudicity Concerning Overseas Development of Nuclear-capable Weapons，成员包括来自国务院、国防部、
中情局、新闻署、原子能委员会和白宫办公厅的代表。
“Ad Hoc Committee on Publicity Concerning Overseas Deployment of Nuclear-capable Weapons，1st Meeting，”April 5，1957，
ＲG306，Office of Plans，Coordinator for NSC and OCB Affairs，Subject and Policy Paper Files，1953 － 1961，Box 23，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also see White House Office，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Papers，1948 － 1961，OCB Central Files Series，
Box 11，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 DDEL) ．
“Ad Hoc Committee on Publicity Concerning Overseas Deployment of Nuclear-capable Weapons，2nd Meeting，”April 5，1957，
ＲG306，Office of Plans，Coordinator for NSC and OCB Affairs，Subject and Policy Paper Files，1953 － 1961，Box 23，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Terms of Ｒeference for OCB Working Group on Nuclear Energy and Ｒelated Matters，”May 24，1957，ＲG 59，Executive
Secretariat，Subject and Special Files，1953 － 1961，Box 34，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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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基地。① 2 月，美国正式宣布上述布防信息，②目的就是防止国内谣言散布，同时试探国际上的反
应。4 月，国防部敦促国务院进一步做好加拿大的工作，以便在 1959—1960 年在该国部署 8 个中队
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③ 5 月 22 日，国防部还批准了海外部署核武器的工作手册，对各种情况以及
启动程序作了严格界定。④ 为配合核部署的进程，原子能委员会建议加快辐射危害更小、放射性尘埃
更少的“清洁核武器”的生产。⑤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向海外大规模核部署核武器过程中，1957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第 326 次国安
会会议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会议的核心议题本来是韩国军队裁减，一直坚持不向韩国部署核武器
的杜勒斯，被众人以“部署核武器就可以换取李承晚接受裁军”的理由说服，最终同意军方对韩进行
核部署的意见。这同时引发了美国决策高层对“如何强化‘新面貌’战略”的思考，问题起于韩国却
不限于韩国，正像参联会主席雷福德所言，“我们在韩国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该国，在德国和
苏联周边国家也同样如此。因此，在任何地方，我们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说服我们的盟友，我
们确实拥有必要的核威慑力量，而且一旦盟国遭到攻击，我们准备使用这种威慑”。⑥ 显然，对韩政
策再次提示美国需要下定决心破除“思想障碍”，采取“切实行动”来减少海外防务支出。国安会对
韩国案例的讨论结果说明，武器装备的“升级”可以有效地做到这一点。⑦

会后，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卡特勒向艾森豪威尔提交了两份备忘录，建议“美国海外防务进一
步实施‘新面貌’战略”，包括海外驻军的调整、裁减美国支持的当地武装、劝说盟国更多依靠美国的
报复能力等。⑧ 考虑到联邦德国大选将至，向北约的部署需在大选之后，不过可以优先考虑在远东地
区实施。而且，美国准备把远东作为考察核部署政策影响的试验田，国安会将根据实施结果总结若
干原则，为未来在北约和中东地区开展部署提供参考。

至此，美国完成了核部署的公开、军事准备和政府内部最后的思想统一。1957 年 7 月 17 日，在
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对美国一边与苏联进行裁军谈判，一边向海外部署核武器做出“解
释”:所有人都应该有抵御核攻击的权利、机会和能力，核部署是为了让无核国家消除必须拥有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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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Covering Brief from C． E． Wilson to DDE re Nuclear Weapons，”in Dwight D． Eisenhower: Ｒecords as President (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1953 － 1961，Confidential File，Subject Series，Box 7，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 DDEL) ．
“Circular Priority USITO，Joint State-USIA，”February 18，1957，ＲG59，Central Decimal File，1955 － 1959，Box 2877，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Deployment of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April 22，1957，ＲG59，Central Decimal File，1955 － 1959，Box 2877，
National ArchiveⅡ ( NAＲA) ．军方经过研究，综合射程、基建成本、气候条件、通信设施、敌方预警等因素，认为首批最理想的
部署地点包括阿拉斯加、加拿大北部、马里亚纳群岛和美国本土。美国本土首选地点为怀俄明州的夏延。
这一手册为 1958 年 6 月杜勒斯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份备忘录所披露。“From John Foster Dulles for the President，”June 28，
1958，in Eisenhower，Dwight D． : Papers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1953 － 1961 ( Ann Whiteman File) ，Administration
Series，Box 29，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 DDEL) ．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Meeting No. 1294，”July 17，1957，ＲG326，Office of the Secretary: Minute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AEC，Box 10，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326th Minutes of Meeting，”June 13，1957，in Eisenhower，Dwight D． : Papers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1953 － 1961
( Ann Whiteman File ) ，NSC Series，Box 9，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 DDEL) ; “Discussion at the 6 － 13 － 57 NSC
Meeting，”June 13，1957，USDDO，Gale，2019，CK3100047614．
有关裁减驻韩美军和韩国军队与在韩部署核武器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可参见拙文《“威慑”与“禁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
韩国的核部署》，《历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
“New Look to U． S． Defense Effort Overseas Discussed，”June 19，1957; “Further Application of New Look to U． S． Defense Effort
Overseas，”July 1，1957，USDDO，Gale，2019，CK3100322636，CK3100238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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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想法，因为一旦它们独立行动反而更加危险。① 然而，美国的本意在于通过向盟国提供核保护伞
来减少海外军事投入的政策，并没有因为核部署而浇灭了某些国家的“核武”热情。② 更重要的是，

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却因此愈演愈烈。

结 论

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的实现依仗于合理有效的核部署。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美国为贯彻其核
战略，实施其核政策，除在本土之外，还在加拿大、英国、格陵兰、西欧、近东地区以及公海上部署了相
当数量的战略和战术核武器，形成了对苏联的核包围态势。而在亚太地区，美国针对中国的核部署
是以“韩国—日本( 冲绳) —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环形防御线展开的。倘若没有海外核部署，美
国的核战略便成了纸上谈兵，而具体的核政策也没有了现实支撑点。因此，核战略、核政策与核部署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艾森豪威尔时期是美国大规模海外核部署的开始。1957 年底至 1958 年中，“忠
实约翰”“屠牛士”、280 毫米火炮、8 英寸榴弹炮和原子爆破弹药等武器装备陆续被部署到远东的韩
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欧洲的西班牙、意大利、丹麦等。③ 追根溯源，核部署始于 NSC162 /2

号文件所确定的“大规模报复”战略。

应该说，这一战略在本质上希望保持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大平衡”。之所以如此，一方
面是因为杜鲁门时期的常规力量规模较大，加上朝鲜战争的因素，导致美国海外军事支出过于庞大;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不仅在财政上是一个保守的总统，经历过大萧条和战争的他还认识到与苏联

的对抗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下制定国家安全政策。在他看来，杜鲁门政府
对苏联的“遏制”太求全面，有牺牲国家经济和未来之虞。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发展战术核武器和相
应的运载技术、充分发挥核武器的威慑功能可以作为减少常规力量投入的手段。当然，核威慑的作
用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出来则是另一回事。在新战略出台的 1953 年 10 月，对苏联进行核打击只能通
过远程战略轰炸机载弹进行，而以 B －52 型轰炸机的续航里程，只有在冰岛、格陵兰或英国等军事基
地补给才能深入欧陆腹地。④“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落地”，需要有更多的部署方式来实现。

280 毫米火炮发射核弹头成功、原子弹乃至氢弹的小型化、“下士”导弹部队部署到欧洲，这些都
使得通过战术核武器威慑对手、避免局部战争升级成为可能，也让决策者看到在海外部署核武器成
为一种选项。然而，布局易，落子难。“新面貌”棋局的展开需要破除尚存的各种政策、机制和法律障
碍。1954—1955 年，国务院和国防部围绕海外“基地权益”的矛盾及化解，最终突破了向盟国基地进
行“核存储”的政策瓶颈，包括试验和发射装置等一些可以携带核弹头的装备可以逐步转移至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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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Presidential Statements on United States Ｒeliance on Nuclear Weapons，”September 5，1958，ＲG59，Central Decimal File，1955 －
1959，Box 2879，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该文件梳理了艾森豪威尔 1955 年至 1958 年的有关核武器的言论。
从现有的解密档案可知，冷战时期除英国和法国外，在美国部署有核武器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曾经秘密进行过核开发。
两个前法西斯国家联邦德国和日本也试图打破“不拥核”的承诺，在核扩散问题上挑战美国的政策限度。
以亚太地区为例，至肯尼迪上任的 1961 年，美国在冲绳、韩国、关岛、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核弹数量分别达到 756 枚、611
枚、255 枚、62 枚和 14 枚。参见 Ｒobert S． Norris，“United States Nuclear Weapons Deployment Abroad，1950 － 1977，”in
Natural Ｒ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History of the Nuclear Age Dinner Series，November 1999。
直到 1957 年 KC －135 型空中加油机服役才解决了这一问题。加油机由波音公司生产，最大航程超过 5，500 公里，1956 年 8
月试飞，次年装备部队。该机型的设计初衷就是为 B － 52 型等远程战略轰炸机进行加油。



“大规模报复”战略与美国海外核部署

同时，美国高层一直对 NSC162 /2 号文件的 39 － b段落进行讨论，因为这关系到核武器是否可以在紧
急状态下“使用”，也就是“核威慑”能否兑现。应该说，这是海外核部署过程中一个关键环节，这一
难题的解决也意味着“核禁忌”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但是，海外核部署为使用核武器提供外部条件
的同时，也促生了新的“禁忌”———盟国对“用核”的忌惮成为约束美国行为的新因素。①

向亚欧地区部署核武器的军事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样存在巨大的政治和道德风险。虽然
“大规模报复”战略确定了更加倚重核武器的原则，但军方与国务院在部署区域、时机乃至公开方式
等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这在向韩、日、西德驻军提供核装备的决策过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在为落
实“新面貌”战略而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中，美国高层始终存在“核威慑”与“核禁忌”两种不同声音，

这些争论既有政府内部决策权力争夺的一面，又反映了核武器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存在“先天缺陷”。

大规模海外核部署对美国国内的军事乃至政治影响是深远的。艾森豪威尔时期，鉴于各兵种在核
战略设计中的不同地位，美军结构和作战规划发生了极大变化，总体规模减小的同时，陆军和海军在防

务体系中的地位下降。1953年，美国军队的数量为 350万人，而到 1959年总人数降到了 250万人，裁减
的大部分都是陆军。② 相应地，空军战略兵种和导弹部队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支持。1961 年艾森豪威尔
卸任时，美国空军在规模数量上已经与陆军旗鼓相当。然而，更重要的是核武器在军事战略和政策中
地位的提升给美国政治带来的变化。冷战爆发以后，美国政府的军事化倾向十分明显，③国防部、中央
情报局等一系列机构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应付美苏对抗、遏制苏联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与一战、二战长期
积累下来且日渐坐大的军事利益集团不无关系。国防部门借核部署之机，不断利用专业的军事理论“侵
夺”核控制权，而原子能委员会的管理职权则逐步被压缩。国务院本应更多地扮演“制衡”角色，但大多数
情况下只体现在延长了决策时间上，并没有起到“否决”的作用。至其任期结束时，就连艾森豪威尔自己也
在告别演说中提醒美国人民，要警惕“军事—工业复合体”可能会危及“安全和民主”之间的平衡。

核武器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会使大国陷入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美国以“大规模报复”战略为
指导方针实施的海外核部署，无疑使冷战对峙的国际局势雪上加霜，尤其是大大刺激了莫斯科的神

经。根据美国的情报，苏联在 1958 年底至 1960 年秋共向东德部署了中程弹道导弹( MＲBM) 200 枚，

分别在埃尔福特( Erfurt) 、多林—福格申( Dolin-Vogelsang) 和朱特堡( Juterborg) 等八个地点建设了发
射装置。苏联还在拉脱维亚、乌克兰和远东地区部署了射程为 700—1，100 英里的导弹。④ 美国不断
向欧亚地区部署、更新核武器装备，迫使苏联也走上核部署竞赛之路，最终导致双方 1962 年在加勒
比地区发生严重的核对抗，险些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本文作者陈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杜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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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譬如在整个冷战时期，美英之间就核武器使用问题“事前协商”、多次交涉，并达成秘密谅解予以确定。这也是英美“特殊关
系”下的一种特殊协调机制。参见“Consultation is Presidential Business: Secret Understandings on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1950 － 1974，”NSA，EBB159。
Gates Brown，Eisenhower＇s Nuclear Calculus in Europe，p. 33．
相关研究可参见牛可:《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史学月刊》2010 年第 1 期。
“Intelligence Note: Deployment of Soviet Medium Ｒange Missiles in East Germany，”January 5，1961，ＲG59，Special Assistant for
Atomic Energy Country and Subject Files Ｒelating to Atomic Energy Matters，1950 － 1962，Box 5，National Archive Ⅱ ( NAＲ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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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Bo，The Strategy of Massive Ｒetaliation and the Overseas Nuclear Deploy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rly 1950s，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the successful hydrogen bomb te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missiles and other loading tools，especially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se technical fields，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fter Eisenhower came to power，he started

a strategy of Massive Ｒetaliation，which relied more on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This strategy was

called‘New Look’，which aimed at strengthening the deterrence of nuclear weapons，so as to reduce

the expenditure of conventional forces，and finally achieving the‘duel balance’between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make the abstract‘deterrent capability’more concrete

and credible，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began to deploy nuclear weapons abroad on a large scal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is second term． During this period，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inally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proceeded with the nuclear storage in virtue of

the help of the existing‘base rights’of its allies，and continued to create a favourabl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propaganda by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 USIA) ，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for nuclear deployment． The de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Eurasia respectively not only stimulated the nuclear arms race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but also solidified the Cold War regime between the two poles．

Wang Lixin，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New India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tist Notion of History: From the Aryan Civilisation to the Mughal Empire

The orthodox Indian historiography presented b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and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established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Aryans in the reference frame of the Indian

civilisation defined by James Mill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by virtue of the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By contrast，the new Indian history tried to constitute a distinct historical narrative which

took the Mughal empire as its origin in the reference frame of early modernity，which can be seen in the

The New Cambridge of India． Although both narratives have been shaped by the statist notion of history

which was rooted in the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they established heterogeneous spaces of

meaning: the orthodox Indian historiography made a historical space of tradition while the new Indian

historiography constructed a historical space of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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